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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提要：本文在企业层面研究了数字化转型对技术创新数量、技术创新质量的影响
机理，并利用 ２０１４—２０１８年制造业上市企业数据，匹配文本挖掘整理的数字化转型指标
及中国研究数据服务平台中的企业专利信息等，实证检验了这一机制。研究发现：数字化

转型只促进了企业技术创新“增量”，没有促进企业技术创新“提质”。进一步研究发现：

企业的“双重套利”与“同群效应”是导致这一结果的重要原因。为套取政府补助或在资

本市场中高位套利，企业热衷于利用数字化转型优势来提高技术创新数量，这会抑制数字

化转型的技术创新“提质”效应；数字化转型过程中企业技术创新的“同群效应”使得企业

的技术创新策略趋同，这会加剧数字化转型的技术创新“增量”效应、抑制数字化转型的

技术创新“提质”效应。本文研究为企业数字化转型提供了经验支持，也为培育企业高质

量技术创新提供了新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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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　言

党的十九大报告强调，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是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战略支撑。创新

驱动战略实施以来，中国技术创新取得了巨大成绩，截至２０１９年，专利申请量已连续九年居世界首
位，但创新质量仅排全球第１５位①。在中国专利数量持续快速扩张过程中，企业技术创新质量问
题并没有得到很好解决，尤其是代表高质量技术创新的发明专利申请量更是出现了下降趋势，这表

明中国企业技术创新“重数量、轻质量”问题仍十分突出（陈强远等，２０２０［１］；应千伟和何思怡，
２０２１［２］）。大量没有市场前景的“专利泡沫”不但会造成社会研发投入的沉淀与浪费，而且会抑制
企业高质量技术创新动机并恶化技术创新环境（张杰和郑文平，２０１８）［３］，其结果只会导致技术创
新市场的“劣币驱逐良币”。无论是面对新一轮技术变革与抢占全球产业发展制高点，还是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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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脖子”技术问题并促进高质量发展，都迫切需要提升企业技术创新质量。

面对企业技术创新“重数量、轻质量”的难题，学者们也试图寻找可能存在的原因。现有文献

主要从不确定性（渠慎宁和吕铁，２０２０）［４］、产业政策（黎文靖和郑曼妮 ２０１６）［５］、专利补助（张杰和
郑文平，２０１８）［３］、融资融券（郝项超等，２０１８）［６］、卖空机制（谭小芬和钱佳琪，２０２０）［７］及股票流动
性（林志帆等，２０２１）［８］等角度深入分析其对企业技术创新质量的影响。研究发现，受国家政策、市
场环境等影响，为保持既有市场利益以及竞争优势，企业经常采取重数量的技术创新决策；面对市

场环境变化带来的负面压力，企业出于稳定性考虑，经常采取重数量的技术创新策略；在不确定性

情况下，面对市场竞争，企业的短视行为导致其更注重短期利益，企业热衷于追求短期利益，而自动

忽略长远收益。概而言之，虽然已有研究从政策、市场及企业等角度做了大量研究，但却忽视了数

字化变革带来的发展机遇。随着数字技术与企业的深度和全面融合，数字化转型通过革新原有的

生产、经营及管理方式为企业技术创新发展带来了重大机遇（陈剑等，２０２０）［９］。那么，数字化转型
能否扭转企业技术创新“重数量、轻质量”的困局？对这一问题的回答不仅能从整体上把握数字化

转型对企业技术创新的促进作用，而且也能为我国推进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理论指导，因而具有重

要现实与理论意义。

所谓数字化转型是指企业在生产、经营及管理等方面应用数字技术改变原有业务流程的过程

（倪克金和刘修岩，２０２１［１０］；张国胜等，２０２１［１１］）。相对于传统企业技术创新，数字化转型的诸多优
势能够显著促进企业技术创新，随着企业数字化水平的不断提升，其对企业技术创新的影响愈加深

入（陈剑等，２０２０）［９］，并且已经成为促进企业高质量技术创新的强劲引擎（韩先锋等，２０１９）［１２］。
目前，关于数字化转型对企业技术创新的研究也形成了一些重要且具有启发性的成果，主要包括：

一是从宏观层面研究数字化对区域创新的影响（韩先锋等，２０１９）［１２］，认为互联网及数字基础设施
的普及增强了区域创新水平；二是从微观层面分析数字技术对企业技术创新的影响（张国胜等，

２０２１［１１］；王海花和杜梅，２０２１［１３］），认为数字化转型通过促进研发合作、降低成本、提升人力资本水
平等渠道增强了企业技术创新能力；三是从信息技术（毕克新和冯迪，２０１３）［１４］、互联网（韩先锋
等，２０１９）［１２］、区块链（Ｓａｒａ等，２０１９）［１５］、大数据（Ｇｈａｓｅｍａｇｈａｅｉ和 Ｃａｌｉｃ，２０２０）［１６］等不同数字技术
类型角度探究异质性数字技术对企业技术创新的影响；四是从不同创新类型视角，涉及数字化转型

对产品创新（Ｇｈａｓｅｍａｇｈａｅｉ和 Ｃａｌｉｃ，２０２０）［１６］、过程创新（Ｎａｍｂｉｓａｎ等，２０１７）［１７］、组织创新（Ｃｉｒｉｅｌｌｏ
等，２０１８）［１８］及模式创新（Ａｕｔｉｏ等，２０１８）［１９］的影响。

上述研究虽然指出了数字化转型能够作用于企业技术创新，但更多还是停留在一般层面的技

术创新，并没有研究其对企业技术创新质量的影响，尤其缺乏中国企业层面的实证研究。另外，现

有研究更多是将数字化转型视为技术创新工具，仅从工具性的视角探究其对企业技术创新的影响，

忽视了企业在创新策略选择上的能动性。换句话说，企业在进行创新策略选择时，会综合考虑政

府、市场与其他企业的行为，并以实现自身利益最大化为前提在创新数量与质量之间进行“最优”

选择。如通过套利可获取短期收益时，并且当这种套利成本能够通过策略性技术创新极大降低成

本时，“理性”的企业一般会以套利为目的选择重数量的“最优”技术创新策略（黎文靖和郑曼妮，

２０１６）［５］；同时，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明智的企业往往会密切关注同群企业的技术创新策略变化
并做出类似的反应（Ｐａｃｈｅｃｏ和 Ｄｅａｎ，２０１５）［２０］。从这些逻辑出发，数字化转型应该能够促进企业
技术创新，但这种促进效应显然也会受到企业技术创新策略与同群企业技术创新行为的共同影响。

据此，本文首先验证数字化转型对中国企业技术创新“增量提质”的影响，然后从“双重套利”（政策

性套利和资本市场套利）与“同群效应”两个维度做进一步研究。

本文利用２０１４—２０１８年制造业上市企业数据，匹配文本挖掘整理的数字化转型指标及中国研
究数据服务平台中的专利信息进行研究，结果发现：数字化转型促进了企业技术创新“增量”，但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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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了技术创新“提质”。“双重套利”和“同群效应”是抑制数字化转型过程中企业技术创新“提质”

的重要原因。为套取政府补助或在资本市场中高位套利，企业热衷于利用数字化转型来提高技术

创新数量，这抑制了数字化转型的企业技术创新“提质”效应；“同群效应”使得数字化转型对企业

技术创新的策略选择趋同，数字化转型过程中，同群企业重数量的技术创新策略，加剧了单个企业

利用数字化转型优势选择重数量的技术创新策略，进而抑制了数字化转型的技术创新“提质”

效应。

本文可能的边际贡献：第一，相对于已有研究，本文是对数字化转型影响企业技术创新研究的

拓展，深入探究数字化转型对企业技术创新数量和技术创新质量的影响，切合数字经济时代背景下

高质量创新驱动发展需要。第二，本文并未停留在数字化转型对企业技术创新质量的影响上，而是

进一步分析数字化转型抑制企业技术创新“提质”的原因，从“双重套利”和“同群效应”的角度进

行分析，并利用微观数据实证检验了“双重套利”和“同群效应”是抑制企业技术创新“提质”的重

要原因，为当前企业技术创新“重数量、轻质量”现象提供了新的经验证据，为政府部门优化创新激

励政策和完善资本市场制度提供了新的参考。

二、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１．数字化转型与企业技术创新
随着数字技术与实体经济的深度融合，数字技术不仅能优化和重组企业原有生产要素，同时还

能产生新的生产函数（张国胜等，２０２１）［１１］，这将深刻改变实体企业的竞争优势，特别在助推企业技
术创新发展方面提供了不可低估的新动力（王海花和杜梅，２０２１）［１３］，并且随着数字化转型程度的
加深，其对企业技术创新的促进作用也愈加强烈（Ｎａｍｂｉｓａｎ，２０１７［２１］；陈剑等，２０２０［９］）。如果将企
业技术创新视为一个投入—产出的过程，数字化转型对企业技术创新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

方面：第一，从创新资源角度来看，企业技术创新需要大量资源投入，仅凭内部资源进行创新已显得

单薄无力，因此在技术创新过程中企业会逐渐向外部寻求资源支持，如何有效协调外部资源就成为

企业技术创新的关键。数字技术嵌入增强了企业重组、利用和获取资源的能力，使得企业技术创新

在配置资源方面产生优势（Ｃｉｒｉｅｌｌｏ等，２０１８）［１８］；同时，数字技术的低成本交易增进了创新组织间
的合作（Ｌｙｙｔｉｎｅｎ等，２０１６［２２］；Ｃｉｒｉｅｌｌｏ等，２０１８［１８］），而跨组织合作有利于企业获取合作组织的知识
（张国胜等，２０２１）［１１］，拥有越多创新合作组织越有助于异质性知识的相互融合，进而提升知识宽
度，拓展企业高质量技术创新的知识供给。第二，从成本角度来看，企业技术创新过程往往需要长

时间的投入，并且充满了不确定性，特别是高质量技术创新更需要巨额的成本支付，这无形中增加

了企业技术创新压力，数字化转型加速知识信息的低成本渗透，能有效降低企业创新的试错成本

（韩先锋等，２０１９）［１２］，进而促进技术创新数量和质量的提升。第三，从人力资本角度来看，数字化
转型提升了员工获取外界有用知识、信息等资源的能力（韩先锋等，２０１９）［１２］，赋予员工自身学习成
长的机会，能够帮助员工提高自身人力资本水平（Ｓｍｉｔｈ等，２０１７）［２３］，进而促进企业技术创新。据
此可以看出，数字化转型的诸多优势改变了企业的组织形式，甚至颠覆企业传统创新模式

（Ｎａｍｂｉｓａｎ等，２０１７）［１７］，这在更广泛意义上变革和重塑了企业技术创新过程，最终促进企业技术
创新“增量提质”。因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Ｈ１：数字化转型能够促进企业技术创新“增量提质”。
２．“双重套利”与数字化转型过程中企业技术创新
理论上，数字化转型能够促进企业技术创新“增量提质”，为增强市场竞争力，企业应优先选择

利用数字化转型优势大力开展高质量技术创新，但现实中，经济行为主体的技术创新决策都是对综

合因素评判后的“最优”选择。如果存在政策性套利和资本市场套利的机会，且这种套利可以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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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略性技术创新极大地降低成本时，将进一步强化企业的短期套利动机（Ｐｏｌｋ和 Ｓａｐｉｅｎｚａ，
２００９）［２４］。在数字化转型过程中，数字化转型的诸多优势使得企业扩大低质量技术创新变得更加
容易，在有利可图的情况下，这将强化企业利用数字化转型优势进行低质量技术创新，最终加剧企

业技术创新质量下滑。因此，在“双重套利”行为影响下，数字化转型过程中企业的技术创新策略

可能发生改变，具体表现为：

政策性套利与数字化转型过程中企业技术创新。政策性套利是指企业依据国家相关政策，通

过简单、片面的“策略性行为”迎合国家政策需求，最终套取更多国家补助或政策扶持。随着数字

化转型的发展，企业在计算分析、连接沟通等方面产生优势（Ｂｈａｒａｄｗａｊ等，２０１３）［２５］。一方面，数字
技术的大数据计算和分析能力，能够对企业短期套利的收益成本进行分析，评估企业套利的风险和

收益，进而给出数据层面的套利信号（杨善林等，２０１６）［２６］，这可能会进一步强化企业寻求补贴的道
德风险，进而加剧企业利用数字化转型优势进行政策性套利行为；另一方面，数字化转型的连接优

势能够帮助企业搜寻更多信息，帮助企业掌握最新政策变化，特别是在创新激励政策不断调整背景

下，低成本的信息收集和分析优势，能够帮助企业更好地迎合政府战略需求，进而套取更多政府补

助（应千伟和何思怡，２０２１）［２］。更重要的是，数字化转型能够使企业在有效协调外部资源、降低企
业创新成本、提升员工人力资本水平等方面产生优势（Ｓｍｉｔｈ等 ２０１７［２３］；张国胜等，２０２１［１１］），这些
优势为企业技术创新提供了不可低估的推动力。数字化转型的优势能够帮助企业进一步扩大诸如

实用新型和外观设计等低质量技术创新，这使得企业更有机会以“数量”迎合政府的政策需求（张

杰和郑文平，２０１８）［３］。数字化转型提升低质量技术创新的优势为企业政策性套利提供了可能，并
且政府补贴强度越大，企业利用数字化转型优势进行低质量技术创新的动机就越强。因此，企业的

政策性套利行为，将诱导企业利用数字化转型优势进行低质量技术创新，这明显会影响数字化转型

对企业技术创新的“提质”作用。

资本市场套利与数字化转型过程中企业技术创新。利用高股票流动性套利是企业在资本市场

套利的一种重要方式（Ｑｉａｏ和 Ｐｕｋｔｈｕａｎｔｈｏｎｇ，２０１９）［２７］，高流动性使得进入和退出的交易成本降低
（林志帆等，２０２１）［８］，股东的股权资产变现能力也随之提高，这是企业在资本市场进行短期套利的
基础。数字技术具有开放性、关联性、编辑性、扩展性、普遍性及渗透性的特征（Ｎａｍｂｉｓａｎ，２０１７）［２１］，
企业数字化转型的积极信号在资本市场更易受到投资者的追捧，进而提升股票的交易概率（Ｌｉｕ，
２０１５）［２８］；同时，数字化转型意味着企业能够借助数字技术来降低信息不对称、提升财务运作效率及
提升企业价值等，这些优势对企业生产经营能够产生积极效应，从而提升股票的活跃度（吴非等，

２０２１）［２９］，为企业在资本市场套利提供了条件。数字化转型在企业技术创新的全过程都能产生优势，
这将提升企业技术创新能力，技术创新能力的提升使得低质量技术创新变得更容易，数字化转型易于

提升低质量技术创新的优势契合了企业在资本市场套利的需求，通过增加低技术含量的专利数量向

市场释放伪利好消息，其不仅能够减少卖空交易并推高企业市值（谭小芬和钱佳琪，２０２０）［７］，并且还
能够提升投资者对企业的预期水平而增加股票流动性（Ｌｉｕ，２０１５）［２８］，为企业推高股价并在高位套利
提供了便利。因此，资本市场的套利行为，将加剧企业利用数字化转型优势进行低质量技术创新，进

而显著影响数字化转型对企业技术创新的“提质”作用。因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Ｈ２：为套取政府补助或在资本市场上高位套利，企业热衷于利用数字化转型优势来提高低质
量技术创新，这会抑制数字化转型的技术创新“提质”效应。

３．“同群效应”与数字化转型过程中企业技术创新
“同群效应”来源于社会心理学，表现为个体行为意识会关注并追随相似群体的行为决策

（Ｍａｎｓｋｉ，２０００）［３０］。研究发现，企业层面的诸多行为存在“同群效应”（Ｋａｕｓｔｉａ和 Ｒａｎｔａｌａ，
２０１５）［３１］，技术创新关系到企业未来的生存和发展，为了保持竞争优势，企业会关注同群企业的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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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创新策略并做出类似反应（Ｍａｔｒａｙ，２０２１）［３２］；另外，考虑到技术创新的不确定性，在维持既有市
场份额情况下，企业往往会选择与同群企业保持相似的创新策略（Ｐａｃｈｅｃｏ和 Ｄｅａｎ，２０１５）［２０］。因
此，基于这个逻辑分析，如果数字化转型过程中企业技术创新存在“同群效应”，那么，当同群企业

技术创新数量增加时，跟随企业会模仿同群企业技术创新行为（刘柏和王馨竹，２０２１）［３３］，并借助数
字化转型优势增加创新产出；当数字化转型过程中同群企业技术创新质量提升时，为保持竞争优

势，跟随企业会模仿同群企业加大技术创新投入来维护市场利益（Ｐａｃｈｅｃｏ和 Ｄｅａｎ，２０１５）［２０］，此
时，明智的企业会利用数字化转型优势主攻高质量技术创新。反之亦然，即如果数字化转型中同群

企业忽视技术创新数量和质量，跟随企业也会减少技术创新投入。

基于上述理论逻辑推导，在数字化转型过程中同群企业的技术创新策略选择会同向影响单个

企业的技术创新策略。现实中，同群企业技术创新策略选择也是对综合因素评判后的结果，如在面

对短期策略性套利时，其往往会利用数字化转型优势进行“重数量、轻质量”的创新活动（黎文靖和

郑曼妮，２０１６［５］；陈远强等，２０２０［１］；谭小芬和钱佳琪，２０２０［７］）。此时，跟随企业基于自身利益考虑
会模仿同群企业采取“重数量、轻质量”的技术创新策略，最终导致企业技术创新质量整体下滑。

因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Ｈ３：企业技术创新的“同群效应”使得企业技术创新策略趋同，数字化转型过程中如果同群企
业重视技术创新数量并忽视质量，则“同群效应”将诱导单个企业利用数字技术专注技术创新数量

并忽略技术创新质量，最终加剧技术创新质量下滑。

三、研究设计

１．数据与变量指标选择
（１）样本选择。本文主要研究数字化转型对企业技术创新“增量提质”的影响，鉴于制造业领

域专利申请量大、技术创新成效显著，本文选取２０１４—２０１８年 Ｗｉｎｄ数据库中证监会行业分类的制
造业企业为研究对象，专利信息数据来源于中国研究数据服务平台（ＣＮＲＤＳ）。本文将 ２０１４—２０１８
年整理的专利申请数据依据上市企业代码进行匹配，数据处理过程中，删除了 ９开头的 Ｂ股企业
及数据缺失的企业。考虑到本文在后半部分将探究数字化转型过程中抑制企业技术创新“提质”

的原因，ＳＴ等“戴星戴帽”企业面对财务问题时套利动机更强，因此本文保留了 ＳＴ等类型企业，最
终共获得９２７７个观测值。数字化转型等其他变量指标的原始数据均来自 Ｗｉｎｄ数据库。

（２）被解释变量。本文的被解释变量包括企业技术创新数量指标（ｌｎｉｎｎｏｎ）和技术创新质量指
标（ｉｎｎｏｑ）。本文以企业专利申请总量对数作为技术创新数量的代理变量；借鉴黎文靖和郑曼妮
（２０１６）［５］的研究，同时考虑到发明专利申请数在无参照情况下并不能准确反映企业技术创新质
量，因此，本文以企业发明专利申请量占专利申请总量的比例来衡量。

（３）解释变量。企业数字化转型指标（ｌｎＤ），考虑到上市企业披露数据中并无直接反映数字化
转型的指标，本文参考吴非等（２０２１）［２９］做法，以上市企业年报中披露的数字化相关词汇出现频率
来刻画企业数字化转型程度。本文数字化转型指标构建过程：１）手工整理了本文研究的９２７７个观
测企业的年度报告；２）数字化相关词汇整理上，本文参考陈剑等（２０２０）［９］、吴非等（２０２１）［２９］关于
数字化的研究，总结确定了数字化关键词，主要包括：数字、大数据、区块链、机器学习等 ２３个与数
字化紧密相关的词汇①；３）依托 ＦｉｌｅＬｏｃａｔｏｒＰｒｏ软件对数字化词汇进行词频统计，为降低统计误差，
本文统计处理过程中，以分观测企业为主要方式进行统计，并以数字化词汇为主进行统计检验，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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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了数据整理过程中的统计性偏误，同时，在统计词汇字段前后加入“无”“没有”“不”等判断性词

语，并删除该类统计，减少非数字化词频影响；４）将每个观测企业最终整理的数字化相关词汇词频
加总（吴非等，２０２１）［２９］，依据加总词频来刻画企业数字化转型程度。

（４）控制变量。为控制其他因素对企业技术创新数量和质量的影响，本文借鉴黎文靖和郑曼
妮（２０１６）［５］、谭小芬和钱佳琪（２０２０）［７］的研究，控制了企业规模（ｌｎｌａｂ）、资产负债（ｌｅｖｅ）、研发支
出占营业收入比重（ｐｒｄ）、技术人员占比（ｐｔｐ）、资产报酬率（ｒｏａ）、高中以上学历人员占比（ｐｈｄａ）、
流动资产占总资产比重（ｐｃａ）、独立董事规模（ｂｏａｒｄ）及申请专利引用次数（ｌｎｃｉｔｅｓ）等九个影响企业
技术创新的因素。另外，本文还控制了企业所在地区（ａｒｅａ）、行业（ｉｎｄｕｓｔｒｙ）等影响因素。本文研
究的变量描述性统计结果如表１所示。

２．模型设定
为检验数字化转型对企业技术创新数量和质量的影响，本文构建如下计量模型：

Ｙａｈｉｔ ＝α０＋ａ１ｌｎＤａｈｉｔ＋ｒＣｏｎｔｒａｈｉｔ＋δｉ＋δｈ ＋δａ ＋εａｈｉｔ （１）
　　其中，Ｙａｈｉｔ表示 ａ地区、ｈ行业的第ｉ个企业第ｔ年专利申请总量（ｌｎｉｎｎｏｎ）和企业发明专利申请
量占总申请专利量的比例（ｉｎｎｏｑ），ｌｎＤａｈｉｔ代表 ａ地区、ｈ行业第 ｉ个企业第 ｔ年企业数字化转型程
度；Ｃｏｎｔｒａｈｉｔ为模型中所有控制变量；δｉ表示企业个体固定效应，δｈ表示行业固定效应，δａ表示地区
固定效应，εａｈｉｔ表示随机扰动项。

表１为本文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从企业技术创新质量上看，企业发明专利申请量占
总申请专利量比例的最小值为０，最大值为１，均值为０４４。进一步计算发现，样本中有 ５６２８％的
企业发明申请占比低于平均值，即有一半以上的企业技术创新质量低于平均值，符合当前中国技术

创新质量不高的现实。从数字化转型程度上看，数字化转型程度最小值为 ０，最大值为 ７２３，均值
为２７０，样本中有５１３０％的企业数字化转型程度低于样本平均值，这与《２０１９中国企业数字转型
指数》中报告的结果（企业数字化显著的仅占９％）类似，反映出当前中国在数字化转型方面的进展
仍十分缓慢。综合上述统计结果，表明本文研究的样本具有代表性。

表１ 描述性统计

变量类型 变量名 变量定义 观测值 平均值 标准误 最小值 最大值

被解释变量
ｉｎｎｏｑ 发明专利申请量占专利申请总量比例 ８５４７ ０４３７１ ０２８４４ ０ １００００

ｌｎｉｎｎｏｎ 专利申请总量对数 ９２７７ ３１７８５ １６１０１ ０ ９７０１９

解释变量 ｌｎＤ 数字化相关词频总数对数 ９２７７ ２７０３１ １３１２２ ０ ７２２５５

控制变量

ｌｎｌａｂ 企业总员工人数取对数 ９２７７ ７６７４０ １１９６９ ０６９３１ １２４３８０

ｌｅｖｅ 负债占资产比例 ９２７７ ３９０３０１１９７２８４ ５７４７２ ９２８３６０

ｐｒｄ Ｒ＆Ｄ投入占营业收入比重 ９２７７ ４１９３４ ３４５８１ ０ ２０３４００

ｐｔｐ 技术人员占总员工数比例 ９２７７ １８０９６５１２５８９８ １６４００ ６６７４００

ｒｏａ 息税前利润占平均资产总额比重 ９２７７ ６１７６４ ６８３７６ －１９８１９３ ２６０１６７

ｐｈｄａ 高中以上学历员工占比 ９２７７ ６６１２５０３１２９３５ ０ １００００００

ｐｃａ 流动资产占总资产比例 ９２７７ ５７８２５９１７１１７９ １４２５１ ９９９９０４

ｂｏａｒｄ 独立董事人数 ９２７７ ３１０５１ ０４９３２ ２００００ ５００００

ｌｎｃｉｔｅｓ 申请专利引用次数取对数 ８２０８ ３００９０ １６０２２ ０ １０４８１３

四、实证结果分析

１．基准回归结果
数字化转型对企业技术创新数量和质量的基准回归结果如表 ２所示。第（１）～（２）列为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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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化转型影响企业技术创新数量的估计结果。其中，第（１）列为仅控制企业层面因素的估计，第
（２）列为进一步控制企业个体、地区及行业特征因素的估计，结果发现，ｌｎＤ的估计系数显著为正
（１％水平上显著），表明数字化转型促进了企业技术创新“增量”，且数字化转型程度每提高 １％，
企业技术创新数量增加１２９２％。第（３）～（４）列为检验数字化转型影响企业技术创新质量的估
计。类似地，第（３）列为仅控制企业层面因素的估计，第（４）列为进一步控制了个体、地区及行业特
征的回归，结果显示，ｌｎＤ的估计系数均显著为负（５％水平上显著），说明数字化转型抑制了企业技
术创新“提质”，数字化转型程度每提高１％，企业技术创新质量下降 ０００９５。综合上述估计结果，
数字化转型促进了企业技术创新“增量”，但没有促进技术创新“提质”。

与已有研究相比，本文研究发现，数字化转型促进了企业技术创新“增量”，这一效应与张国胜

等（２０２１）［１１］、王海花和杜梅（２０２１）［１３］等的研究结论相同，但数字化转型没有促进企业技术创新
“提质”，这与基准假设 Ｈ１的预期不一致，这也佐证了当前我国企业技术创新“重数量、轻质量”的
特征事实。

表２ 数字化转型影响企业技术创新数量和质量的基准回归结果

变量
（１） （２） （３） （４）

ｌｎｉｎｎｏｎ ｌｎｉｎｎｏｎ ｉｎｎｏｑ ｉｎｎｏｑ

ｌｎＤ
０１７０８

（１４３７５９）

０１２９２

（７６７８２）

－００３１７

（－１００２６０）

－０００９５

（－２１０２６）

ｌｎｌａｂ
０４７４４

（１８７６８４）

０５４２７

（９３６１３）

－００４２９

（－７７４６４）

－００２５９

（－２１７０４）

ｌｅｖｅ
００００７

（０６５７４）

－０００１０

（－０６４２７）
－００００５

（－２０５２５）

－００００４

（－１０３９７）

ｒｏａ
００１１３

（５２８６７）

０００７０

（２８８６４）

０００１９

（３６２９６）

０００００

（００２６０）

ｐｔｐ
０００５３

（３１２１４）

０００６５

（２３７８９）

０００１０

（２７３４３）

００００５

（０９０４８）

ｐｒｄ
００５２０

（７９６１９）

００３１３

（３２５３０）

０００３９

（２６２２３）

０００２９

（１２５３８）

ｐｈｄａ
００００１

（０２４５７）

００００２

（０２７１１）
００００４

（３１２３０）
００００３

（１８６０８）

ｂｏａｒｄ
－００５０３

（－１６１９４）

－００５１５

（－１１１３４）
００２１８

（２８５５３）
００２１５

（１９０２７）

ｐｃａ
０００６１

（５５５４５）

０００１２

（０７６３９）
－００００８

（－２８５６１）

００００２

（０５２８２）

ｌｎｃｉｔｅｓ
０３２９１

（２４５５０７）

０２４７５

（１２８８７９）

００４３３

（１３４２８５）

００１０３

（２１１６１）

常数项
－２３５８０

（－１１４４７５）

－２１４０７

（－４３４２７）

０６６８３

（１３８３５１）

０５３８７

（５２４９８）

行业／地区／个体固定效应 否 是 否 是

观测值 ８２０８ ８２０８ ７７７６ ７７７６

　　注：、、分别表示在１０％、５％和１％水平上显著；（）内为 ｔ值；［］内为 ｐ统计值，下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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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内生性处理
本文研究可能存在内生性问题。一方面，数字化转型和技术创新可能存在逆向因果关系，即企

业为了提高技术创新产出也可能会进行数字化转型；另一方面，样本数据选择中既有高质量技术创

新观测值，也有低质量技术创新观测值，高质量技术创新为零只有在随机出现时才不会造成偏差，

但是否进行高质量技术创新是企业根据内外部环境评判后做出的决策，说明企业是否进行高质量

技术创新具有样本选择性，该样本偏误可能导致模型内生性问题。为确保研究结论的可靠性，本文

将采用工具变量法（２ＳＬＳ）和 Ｈｅｃｋｍａｎ两步法控制模型内生性问题。
其中，关于工具变量的选取，本文参考 Ｆｉｓｍａｎ的研究方法，选取同地区同行业的数字化转型程

度平均值作为工具变量，采用两阶段估计。第一阶段用工具变量对数字化转型进行估计，主要检验

工具变量与数字化转型的相关性；第二阶段为对企业技术创新的估计，同时检验工具变量的合理

性。结果如表３所示，第一阶段工具变量与数字化转型指标高度相关（１％水平显著），第二阶段工
具变量的弱识别等检验结果均显著，表明工具变量选择具有合理性。表 ３第（１）～（２）列结果显
示，控制逆向因果关系后，数字化转型对企业技术创新数量的估计系数显著为正，对技术创新质量

的估计系数显著为负，与基准结果保持一致。

关于 Ｈｅｃｋｍａｎ两步法，第一步为采用 Ｐｒｏｂｉｔ模型估计企业进行高质量技术创新的比率，考虑到
融资约束对高质量技术创新的影响，在第一阶段加入融资约束的影响因素，本文借鉴已有研究方法

计算融资约束，选取企业总资产与企业年龄计算（－０７３７ｌｎａｓｅｔ＋００４３ｌｎａｓｅｔ×ｌｎａｓｅｔ－００４ａｇｅ），
同时计算逆米尔斯比率；第二步，引入第一阶段的逆米尔斯比率估计数字化转型对企业技术创新的

影响。结果如表３第（３）～（４）列所示，逆米尔斯比率（ＩＭＲ）显著，说明样本选择确实存在偏误，第
二阶段数字化转型的估计系数与基准结果一致。

综合上述内生性检验，在控制内生性问题后，数字化转型对企业技术创新数量和质量的估计方

向依然显著与基准保持一致，结果验证了本文研究结论的稳健性。

表３ ２ＳＬＳ和 Ｈｅｃｋｍａｎ两步法回归结果

变量
ｌｎｉｎｎｏｎ ｉｎｎｏｑ ｌｎｉｎｎｏｎ ｉｎｎｏｑ

（１）２ＳＬＳ （２）２ＳＬＳ （３）Ｈｅｃｋｍａｎ （４）Ｈｅｃｋｍａｎ

第一阶段（ｖｌｎＤ）
０９０３６

（６６２５０２）

０８８９３

（６１１６７３）

第二阶段（ｌｎＤ）
０２３５３

（９８９９４）

－００１８４

（－２８８５６）

０２０７３

（１６２５７２）

－００５１４

（－１２９５４４）

ＫｌｅｉｂｅｒｇｅｎＰａａｐｒｋＬＭ
７３９９６８８

［０００００］

７９１９０６６

［０００００］

ＡｎｄｅｒｓｏｎＲｕｂｉｎ

Ｗａｌｄｔｅｓｔ
８３２９０

［０００３９］

９９７６７３

［０００００］

Ｆｔｅｓｔｏｆｅｘｃｌｕｄｅｄ

ｉｎｓｔｒｕｍｅｎｔｓ
３７４１４４１０

［０００００］

４３８９０９０４

［０００００］

ＩＭＲ
－１４２８１

（－４１３６５）

０４３０４

（５１８５０）

观测值 ８０２６ ７５６０ ８２０８ ７７７６

３．稳健性检验
（１）更换新的模型估计方法。企业专利申请总量（ｉｎｎｏｎ）是一个计数变量，符合泊松分布，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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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专利申请量指标过度分散，其期望与方差有较大差别，可适用负二项模型估计。同时，由于专利

年度申请量存在大量零值情况，且 Ｖｕｏｎｇ的统计量显著大于零，更适用零膨胀负二项估计模型（刘林
青等，２０２０）［３４］，因此，本文采用零膨胀负二项模型方法再次估计数字化转型对企业技术创新数量的
影响。考虑到技术创新质量（ｉｎｎｏｑ）指标有大量零值，属于下限受限问题，本文采用面板 Ｔｏｂｉｔ估计方
法进行检验。检验结果如表４第（１）～（２）列所示，数字化转型（ｌｎＤ）的估计结果与基准一致。

（２）替换新的被解释变量。考虑到被解释变量所选取的代理变量可能对估计结果造成影响，本
文根据企业技术创新数量和质量的中位数设置哑变量，即申请数量大于中位数时赋值为１，代表技术
创新数量多；小于中位数时赋值为０，代表技术创新数量少；技术创新质量大于中位数时赋值为１，表
示较高创新质量，小于中位数时赋值为０，表示较低创新质量。结果如表４第（３）～（４）列显示，数字化
转型显著提高了技术创新数量较多的概率，并明显降低了技术创新质量较高的概率，与基准结果一致。

（３）替换新的解释变量。本文数字化转型（ｌｎＤ）指标是连续变量，本文将数字化转型指标按中
位数划分，数字化转型词频大于中位数的为数字化转型水平高的企业，取值为 １，小于中位数的为
数字化转型水平低的企业，取值为０。结果如表４第（５）～（６）列所示，相对于低数字化转型企业，
高数字化转型企业促进了技术创新“增量”，但抑制了技术创新“提质”，结果与基准结论一致。

表４ 模型稳健性检验回归结果

变量

更换估计模型 替换被解释变量 替换解释变量

ｉｎｎｏｎ ｉｎｎｏｑ ｌｎｆｉｎｎｏｎ ｆｉｎｎｏｑ ｌｎｉｎｎｏｎ ｉｎｎｏｑ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ｌｎＤ
０２０００

（２３０９１４）

－００３１８

（－１０８９２５）

０３３５６

（１２０５６９）

－０２４１４

（－９４７８２）

ｌｎｆＤ
０１６５６

（５４７６４）

－００１６８

（－２２１１２）

Ｖｕｏｎｇ
１１４０５８

［０００００］

ＬＲ
２３７０３０３２

［０００００］

观测值 ８２０８ ７７７６ ８２０８ ７７７６ ８２０８ ７７７６

４．异质性分析
现有文献表明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的技术创新策略具有明显的异质性特征（黎文靖和郑曼

妮，２０１６）［５］，本文进一步探讨数字化转型对不同所有制企业技术创新的异质性影响，将企业性质
为民营企业的设置为０，将地方国有企业和中央国有企业设置为 １，分组进行估计，结果如表 ５所
示。其中第（１）～（２）列为数字化转型对民营企业和国有企业技术创新数量的影响，数字化转型的
估计系数均显著为正（１％水平上显著）；第（３）～（４）列为数字化转型对企业技术创新质量的估
计，数字化转型显著抑制了民营企业的技术创新质量，而对国有企业技术创新质量无显著影响。从

整体看，数字化转型促进了民营企业技术创新“增量”，但显著抑制其技术创新“提质”；对国有企业

而言，数字化转型促进了技术创新“增量”，但对技术创新“提质”无显著影响。可能的原因是，由于

高质量技术创新具有不确定性高的特点，技术创新活动需要更高风险偏好和更长周期的投资（谭

小芬和钱佳琪，２０２０）［７］，相对民营企业，国有企业具有显著的资源获取优势，对复杂的高技术创新
具有更持久的投入能力，而民营企业出于策略性考虑，会更加青睐技术难度相对较低的技术创新，

最终抑制了民营企业技术创新“提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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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５ 数字化转型对技术创新的异质性影响

变量

ｌｎｉｎｎｏｎ ｌｎｉｎｎｏｎ ｉｎｎｏｑ ｉｎｎｏｑ

民营企业 国有企业 民营企业 国有企业

（１） （２） （３） （４）

ｌｎＤ
０１０５１

（４９１３３）

０１６９５

（６２６５７）
－００１１０

（－１９５８３）

－０００３３

（－０４２３５）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行业／地区／个体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观测值 ５６５０ ２２３７ ５３６４ ２１１８

五、原因分析

上述实证结果发现，企业层面的数字化转型促进了技术创新“增量”，但抑制了技术创新“提

质”，实证结果与数字化转型促进企业技术创新“增量提质”的理论假设不一致。是什么原因导致

数字化转型促进企业技术创新“提质”的效应没有得到充分发挥呢？基于前述理论逻辑推导，本部

分将从“双重套利”和“同群效应”角度进行研究。

１．“双重套利”与数字化转型过程中企业技术创新
为检验“双重套利”行为对数字化转型过程中企业技术创新“提质”的影响，本文建立如下计量

模型：

ＹＬａｈｉｔ ＝μ０＋μ１ｌｎＤａｈｉｔ＋μ２Ｍａｈｉｔ＋μ３ｌｎＤａｈｉｔ×Ｍａｈｉｔ＋χＣｏｎｔｒａｈｉｔ＋τｉ＋τｈ ＋τａ ＋εａｈｉｔ （２）
　　为使研究结果具有可比性，加入企业低质量技术创新指标进行对比研究。借鉴谭小芬和钱佳
琪（２０２０）［７］的研究，将实用新型专利和外观设计专利定义为低质量技术创新，并通过实用新型专
利与外观设计专利申请量占专利申请总量比例构造低质量技术创新指标。其中，ＹＬａｈｉｔ表示企业技
术创新质量（ｉｎｎｏｑａｈｉｔ）和低质量技术创新（ｌｉｎｎｏａｈｉｔ），Ｍａｈｉｔ表示是否获得政府补助（ｓｕｂｓａｈｉｔ）和股票流
动性（ｌｒａｈｉｔ），ｌｎＤａｈｉｔ×Ｍａｈｉｔ表示企业数字化转型指标与套利指标的交互项。

关于流动性算法主要有：交易量法、价格法、价量结合法等，考虑到资本市场套利的交易量和价

格因素，本文借鉴 Ａｍｉｈｕｄ（２００２）［３５］的非流动性研究，以非流动性指标的负值代表流动性，计算公
式如下：

ｌｒ＝－１
Ｄ∑

Ｄｉｔ

ｄ＝１

｜Ｒｉｄｔ｜
Ｖｉｄｔ

（３）

　　其中，ｌｒ表示流动性，｜Ｒｉｄｔ｜表示第 ｉ只股票第 ｔ年第 ｄ天收益率，Ｖｉｔｄ表示第 ｉ只股票第 ｔ年第 ｄ
天的交易额，Ｄｉｔ表示第 ｉ只股票第 ｔ年的交易天数。

（１）政策性套利的影响。有套利倾向的企业主要通过增加低质量技术创新数量来骗取创新补
助和税收优惠，而政府补助主要包含创新补助和税收优惠，因此，本文选取政府补助作为政策性套

利指标。本文将样本中获得过政府补助的企业设为 １，未获得过政府补助的设置为 ０，同时对交互
项指标进行中心化处理，并对模型（２）进行回归。结果如表６所示：第（１）列 ｌｎＤ×ｓｕｂｓ的估计系数
显著为正，表明相对于没有政府补助的企业而言，政府补助在企业层面提升了数字化转型的技术创

新“增量”效应，即企业热衷于利用数字化转型来提高低质量技术创新；第（２）列 ｌｎＤ×ｓｕｂｓ估计系
数显著为负，说明相对于没有政府补助的企业而言，政府补助在企业层面抑制了数字化转型的技术

创新“提质”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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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６ “双重套利”影响企业技术创新的回归结果

变量
ｌｉｎｎｏ ｉｎｎｏｑ ｌｉｎｎｏ ｉｎｎｏｑ

（１） （２） （３） （４）

ｌｎＤ×ｓｕｂｓ
０００９４

（１８６５８）

－０００９４

（－１８６５８）

ｌｎＤ×ｌｒ
００１１３

（３０２３２）

－００１１３

（－３０２３２）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行业／地区／个体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观测值 ７７７６ ７７７６ ７７７４ ７７７４

　　（２）资本市场套利的影响。本文研究的资本市场套利是指企业利用高股票流动性在资本市场套
利行为。为检验高流动性下的套利行为对数字化转型中企业技术创新“提质”的影响，本文将流动性

指标按中位数进行高低划分，流动性大于中位数表示能利用股票高流动性在资本市场套利，取值为１，
流动性小于中位数表示不能利用股票流动性在资本市场套利，取值为０。类似地，本文对交互项指标
进行中心化处理，回归结果如表６所示：第（３）列 ｌｎＤ×ｌｒ回归系数显著为正，表明相对于不能在资本
市场套利的企业而言，资本市场套利在企业层面提升了数字化转型的技术创新“增量”效应，即企业热

衷于利用数字化转型来提高低质量技术创新；第（４）列ｌｎＤ×ｌｒ回归系数显著为负，说明相对于不能在
资本市场套利的企业而言，资本市场套利在企业层面抑制了数字化转型的技术创新“提质”效应。

综合上述检验结果发现，为套取政府补助或在资本市场中高位套利，企业热衷于利用数字化转

型优势来提高低质量技术创新，这抑制了数字化转型的技术创新“提质”效应，检验结果与假设 Ｈ２
预期一致。

２．“同群效应”与数字化转型过程中企业技术创新
为检验“同群效应”下，数字化转型对企业技术创新数量和质量的影响，本文首先检验数字化

转型过程中企业技术创新是否存在“同群效应”。借鉴赵颖（２０１６）［３６］“同群效应”研究思路，构建
如下方程对数字化转型过程中企业技术创新是否存在“同群效应”进行检验：

Ｙａｈｉｔ ＝φ０＋φ１ＰＹａｈｉ（ｔ－１） ＋ηＣｏｎｔｒａｈｉｔ＋λｉ＋λｈ ＋λａ ＋εａｈｉｔ （４）
　　为验证在数字化转型过程中企业是否存在技术创新的“同群效应”，模型（４）的估计均在数字化
转型程度大于零的样本中进行。其中，ＰＹａｈｉ（ｔ－１）代表除企业自身以外的同地区同行业其他企业滞后
一期技术创新数量的平均值（ｌｎｐｉｎｎｏｎａｈｉ（ｔ－１））和除企业自身以外的同地区同行业其他企业滞后一期
技术创新质量的平均值（ｐｉｎｎｏｎｑａｈｉ（ｔ－１）），Ｙａｈｉｔ和 Ｃｏｎｔｒａｈｉｔ含义与上文保持一致。如果 φ１显著为正，说
明在数字化转型过程中同群企业的技术创新会影响本企业的技术创新，即存在技术创新“同群效应”。

检验结果如表７所示：第（１）列为数字化转型中企业技术创新数量的“同群效应”检验，估计系
数显著为正，说明单个企业技术创新数量会随同群企业技术创新数量的变化而同方向变化，即数字

化转型中企业技术创新数量存在“同群效应”。第（２）列为数字化转型中企业技术创新质量的“同
群效应”检验，回归结果显著为正，表明单个企业技术创新质量会跟随同群企业技术创新质量同方

向变化，即数字化转型中企业技术创新质量存在“同群效应”。

表７ 数字化转型影响创新的机制检验

变量
ｌｎｉｎｎｏｎ ｉｎｎｏｑ ｌｎｉｎｎｏｎ ｉｎｎｏｑ

（１） （２） （３） （４）

ｌｎｐｉｎｎｏｎ（ｔ－１）
０９８６９

（１１２５３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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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７

变量
ｌｎｉｎｎｏｎ ｉｎｎｏｑ ｌｎｉｎｎｏｎ ｉｎｎｏｑ

（１） （２） （３） （４）

ｐｉｎｎｏｎｑ（ｔ－１）
１７３０１

（２７０３８）

ｌｎＤ×ｌｎｐｉｎｎｏｎ（ｔ－１）
０１１９８

（２０２９９）

ｌｎＤ×ｐｉｎｎｏｎｑ（ｔ－１）
－０９００２

（－１８０３８）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行业／地区／个体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观测值 ６３９１ ５９０２ ６５９１ ６０５４

　　其次，以此为基础，本文进一步验证“同群效应”对数字化转型过程中企业技术创新“提质”的
影响，本文构建如下检验模型：

Ｙａｈｉｔ ＝β０＋β１ｌｎＤａｈｉｔ＋β２ＰＹａｈｉ（ｔ－１） ＋β３ｌｎＤａｈｉｔ×ＰＹａｈｉ（ｔ－１） ＋γＣｏｎｔｒａｈｉｔ＋ωｉ＋ωｈ ＋ωａ ＋εａｈｉｔ（５）
　　检验结果如表７所示：第（３）列估计数字化转型中企业技术创新数量的“同群效应”对数字化
转型的技术创新“增量”效应的影响，ｌｎＤ×ｌｎｐｉｎｎｏｎ的回归系数显著为正（５％水平显著），说明同群
企业创新数量越多，单个企业聚焦创新数量越明显，这会在企业层面加剧数字化转型的技术创新

“增量”效应；第（４）列估计数字化转型中企业技术创新质量的“同群效应”对数字化转型的技术创
新“提质”效应的影响，ｌｎＤ×ｉｎｎｏｎｑ的估计系数在１０％水平上显著为负，说明同群企业技术创新质
量下滑越严重，将诱导单个企业更加忽略创新质量，这会在企业层面抑制数字化转型的技术创新

“提质”效应。

综合上述结果可以发现，数字化转型过程中企业技术创新的“同群效应”使得企业的技术创新

策略趋同，这会加剧数字化转型的技术创新“增量”效应、抑制数字化转型的技术创新“提质”效应，

最终抑制了我国企业技术创新“提质”，结果验证假设 Ｈ３。

六、研究结论与政策建议

本文利用２０１４—２０１８年制造业企业数据，深入研究数字化转型对企业技术创新数量和质量的
影响，并进一步探究数字化转型过程中抑制企业技术创新“提质”的原因。研究发现：第一，数字化

转型促进了企业技术创新“增量”，但没有促进技术创新“提质”。在进行一系列内生性和稳健性检

验后，本文研究结论依然成立。第二，异质性分析发现，数字化转型促进了民营企业技术创新“增

量”，但明显抑制了技术创新“提质”；对国有企业而言，数字化转型促进了技术创新“增量”，但对技

术创新“提质”无显著影响，说明民营企业更热衷于短期套利。第三，在探究数字化转型过程中抑

制企业技术创新“提质”原因分析中，发现“双重套利”和“同群效应”是数字化转型过程中抑制企

业技术创新“提质”的重要原因。为套取政府补助或在资本市场中高位套利，企业热衷于利用数字

化转型来提高技术创新数量，这抑制了数字化转型过程中企业技术创新“提质”效应；“同群效应”

使得企业数字化转型对技术创新策略选择趋同，这加速促进了数字化转型过程中单个企业技术创

新“增量”效应以及抑制数字化转型过程中单个企业技术创新“提质”效应。基于上述研究结论，本

文提出如下政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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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高度重视数字化转型对企业技术创新的作用，引导企业加快数字化转型步伐。与传统创
新模式相比，数字技术嵌入颠覆了传统创新流程，带来创新过程、模式的深刻变革（Ｎａｍｂｉｓａｎ等，
２０１７）［１７］，其对企业技术创新的重要性不言而喻。政府部门应加大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支持力度，
加快制定合理的支持企业数字化转型发展政策，有效解决企业数字化转型能力弱、成本高等问题；

全国统筹考虑，重点推进商用数字技术基础设施建设，提高企业数字基础设施的可得性。企业应重

视数字技术带来的重大变革效应，结合实际加快企业生产、经营及管理过程的数字化改造，充分利

用数字技术在配置资源、降低成本及提高人力资本水平等方面优势，有效增强了企业技术创新能力

和实力。

（２）依据企业性质的异质性特征，“因地制宜”推进企业数字化转型。国有企业作为中国经济
发展的战略性支柱，遍及全国各大行业，国有企业的特殊地位与政府部门保持着密切联系，相比于

民营企业，国有企业的特殊身份更容易获得政府的支持（黎文靖和郑曼妮，２０１６）［５］。因此，政府部
门在制定支持数字化转型政策时，应充分考虑民营企业的异质性，减少“一刀切”的笼统性政策，加

大对民营企业的引导、支持力度，如建立民营企业数字化转型的融资担保制度等。在鼓励企业技术

创新方面，应深化政策激励，规避企业为套利而采取策略性创新行为，如强化技术创新市场导向，以

市场竞争激励企业高质量技术创新；健全政府部门创新补助审核制度，避免企业通过寻租方式骗补

套利。

（３）深化政府创新补助改革，完善资本市场制度。本文研究发现，企业的“双重套利”行为是数
字化转型中抑制企业技术创新“提质”的重要原因。因此，需要进一步优化创新激励政策和完善资

本市场制度，深化政府创新补助改革方面：在鼓励和引导企业高质量技术创新时，政府部门应动态

化制定激励政策，根据行业创新发展水平变化及时调整激励政策；深化政府创新考核目标改革，防

止政府与企业的创新“合谋”；健全政府验收制度，加强专利验收人员的培训力度，增强高质量技术

创新识别能力。完善资本市场制度方面：股票高流动性为企业在资本市场短期套利提供机会，但并

不表示需要“削足适履”地遏制流动性。政府部门应完善资本市场监督机制，建立市场套利提前预

警机制，坚决打击扰乱市场的套利行为；引导企业将重点放在以高质量技术创新赢得未来发展上，

鼓励投资者更注重长期资本回报。

（４）借助企业技术创新“同群效应”影响，大力支持重点企业高质量技术创新。本文研究发现，
企业技术创新存在“同群效应”，而“同群效应”使得同群内企业创新策略存在趋同现象，因而，政府

部门在制定鼓励企业高质量技术创新方案时，应采取重点培育与普遍支持相结合的策略，关注和引

导行业内领导型企业，重点培育领导型企业高质量技术创新，并进一步营造全行业的创新氛围，鼓

励行业内企业开展技术创新竞赛；通过选树典型的示范加强“同群效应”作用，借助领导型企业高

质量技术创新带动全行业技术创新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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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国胜，杜鹏飞　数字化转型对我国企业技术创新的影响：增量还是提质？




